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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围绕查尔斯·泰勒的两篇文章“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自由主义

政治与公共领域”，以及泰勒与哈贝马斯在２００９年的对话，来阐释他对自由

主义的修正。这两篇文章相互呼应，前一篇阐释作为道德心理学的个人本真

性，后一篇阐释使（个人或群体的）本真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多元公共领域。公

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环节，而市民社会是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自由

社会的主要形式。在对自由社会的阐释中，泰勒总结了修正自由主义的中庸

观：在个人自由、自治和基于平等权利的规则之间寻求平衡和相互支持。在

２００９年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中他进而指出，宗教是多元公共领域中的议题之

一。这种历史观基于他对韦伯观点的修正而形成，而此历史观对当前中国的

处境有启发价值。

关键词：中庸之道　“调和”认识论　本真性　公共领域　世俗化　社会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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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勒与中国

２０１５年，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给哈贝马斯和
查尔斯·泰勒。他们以著述之广博、创造力之持久以及公共关心之恳
切，为当今学人之杰。但是，有学者指出，与哈贝马斯相比，中国（大陆）
学术界对泰勒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够系统（韩升，２０１２ｂ）。参考这位学
者的回顾，对泰勒的研究，除翻译外，在反响和深度上较为突出的仍然
是２０００年前后的几篇文章（或导论），如汪晖（１９９８）、刘小枫（１９９８）、应
奇（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和吴冠军（２００２）。

２０００年前后的中国处于喜忧参半的境况。一方面，申奥成功和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使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既有改革成绩，并借助
加入全球化市场来带动下一步国内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贫富分化有加
剧的危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分化和重组的倾向，各种
思潮之间的对立日益鲜明。
上述几篇关于泰勒的文章正是出现在这种社会语境之中。它们关

注泰勒的政治哲学，后者的主要贡献是拓展了自由主义。这几篇文章
出现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汉译版（哈贝马斯，１９９９）问世前后，该
书问世之后中国出现一股“哈贝马斯热”。领先或者置身于这股热潮之
中，这几篇文章都比较了泰勒和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英文版早中文版十年问世，并在西方学
界复兴的市民社会讨论中成为经典。这场讨论一方面受（前）社会主义
国家市场转型的刺激，另一方面牵涉到着眼更长的历史来解决西方当
代问题的动机。哈贝马斯和泰勒兼顾上述两个方面，且二人的研究重
心均在后一方面。这使那些想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简明方案的读者感
到失望。《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已于经济
自由主义的巅峰时期即１９世纪中期开始瓦解。哈贝马斯对那种模式
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并以沟通行动理论为基础寻求新型模式。他认同
在彼时讨论中被广为承认的观点，即当代市民社会的中心已从市场经

·６２·

社会·２０１７·５



济转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１９９０版导言，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１－３９）。这种观点反思国家主义和集权对市民社会的侵吞以及
因龚断资本主义而加剧的贫富分化，认为公共领域是阻止国家主义和
集权与垄断资本联手的民主力量。泰勒的“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５７－２８８），虽然在经济上着墨不多，但却是相关领域的
重要文章。
泰勒将市民社会作为连贯的当代自由主义讨论中的一部分。“消

极自 由 有 什 么 错”（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２１１－２２９）是 他 以 本 真 性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进路加入当代自由主义讨论的标志。这篇文章在个人自
由的层次上论证积极自由的不可或缺。它指出这是该进路的第一步，
下一步将讨论自由是否只有在特定形式的社会中才得以充分实现，走
出这一步是否必然意味着走向极权主义，以自由之名实行压迫。这篇
文章将使自由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称为自由社会（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与“消极自由有什么错”相呼应，通过阐释
自由社会来拓展自由主义。它将市民社会视为自由社会的一种形式，
而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形式。鉴于自由主义与自由社会的紧密
关系，自由社会中的“ｌｉｂｅｒａｌ”有自由主义的意味。“消极自由有什么
错”的汉译版被收入达巍、王琛和宋念申汇编（２００１）的文集中，但是鲜
有中国学者注意到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上述几篇中国学者关于泰勒的文章发表前后，“吁求市民社会”

以及与其内容基本相同的“市民社会的模式”被译成汉语，分别收入汪
晖、陈燕谷（１９９８）以及邓正来、亚历山大（１９９９）编辑的两本文集之中。
后一篇文章被邓正来（１９９９）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导论中提及，但没
有引起上述几篇文章的重视。国内学者的这几篇文章主要针对“承认
的政治”（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２５－２５６），并大体认同哈贝马斯（２００２：２３７－
２７５）的批评：泰勒在抨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他们误用
或误解了泰勒。
只有汪晖（１９９８）赞赏泰勒，但却把他作为自由主义失去合理性的例

证。他指出，泰勒将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者逻辑起
点，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是在公共沟通的前提
下进行的。这是泰勒将自己与多元文化主义区分开来，维护自由主义的
观点。沿着这个思路，“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提出多元公共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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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但是与泰勒相反，汪晖以后退的方式将市民社会等同于市场社
会，将自由主义类同于经济自由主义。这种后退弱化了哈贝马斯和泰勒
在政治与道德之间、以公共领域为中心所展开的辩论的意义，因此无法
在新的历史处境中细致地讨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综合问题。
经过这一转折，汪晖指出，不必急于提出“谁的公共性，何种公共性”的问
题，在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本规则的市场社会中，公共性的丧失、文化的
抹煞和新的不平等都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他为“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取
代“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抱不平，以表示自己的左倾立场。
刘小枫（１９９８）和吴冠军（２００２）激烈地批评泰勒对自由主义的颠

覆。吴冠军（２００２）认为泰勒轻视个人自由，倾向于文化极权。刘小枫
（１９９８）则认为泰勒将平等原则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而禁止具有东
方文化特性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想象。
泰勒“承认的政治”中的本真性兼有个人差异和集体认同两层意

思，其研究重心在后者。但是“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中本真性指个人自
由。不了解这些文章所形成的连贯语境，以及不理解泰勒对承认的政
治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区分，是刘小枫和吴冠军误解泰勒的原因之一。
但是刘小枫的一些观点值得继续讨论，他认为正义价值是实质，宪政体
制是形式。前者具有普遍性，而形式可以有多种。这个观点与主流程
序或形式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刘小枫以舍勒修正康德，虽然他得出的
“伦理完全在个人”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以实在论为自由主义建立实
质基础的尝试与本真性进路有相似之处；他对以习俗来反对自由主义
的本土化观点的批评也有中肯之处。
应奇（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对哈贝马斯和泰勒等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概念史

梳理，并认为哈贝马斯超越了泰勒。笔者认为，可引哈贝马斯和泰勒在

２００９年的对话来反驳这个观点。泰勒在对话中的观点是“自由主义政
治与公共领域”的延伸，而中国学者对发表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的研究则是２０１０年前后的事。基于“自由
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和《世俗时代》（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对韦伯世俗化概
念的修正，泰勒提出宗教是多元公共领域中的一元的观点。基于常规
的世俗化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翻译为世俗语言，宗教才能进入公共
领域。在现场会话的最后，哈贝马斯对泰勒说，“我们”是自由主义者。
深层次问题涉及泰勒的认同政治，他只是在步骤上将形式化辩论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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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位置。１回头看来，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泰勒以本真性、共和主
义、承认的政治、多元公共领域以及宗教为多元中的一元等观念和议
题，几度领自由主义讨论之先。哈贝马斯最后对泰勒自由主义立场的
肯定，说明泰勒没有颠覆而是拓展了自由主义。整体而言，在拓展自由
主义上领先的泰勒，并没有被哈贝马斯超越。

１．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ｓｓｒｃ．ｏｒｇ／ｔｉｆ／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２．其中王新生和宁乐锋（２００８）和曾彦（２０１０）介绍的是“现代性和公共领域的兴起”（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２），它与“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的上半部分有重叠。黄月琴（２００８）参考的是“吁求市
民社会”（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０４－２２４）汉译版和《现代社会想象》，王淑华（２０１４）则参考黄月琴
（２００８）的文章和《现代社会想象》的汉译版。

近十几年来，中国学者对泰勒的研究数量有所增加（韩升，２０１２ｂ）。
与“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有王新生和宁乐锋（２００８）、黄月琴
（２００８）、曾彦（２０１０）、韩升（２０１２ａ）和王淑华（２０１４）的文章。２在这十几年
间，贫富分化问题越发明显，而上述文章似乎已无心扭转有所不公的利
益分配格局。它们要么片段地介绍一些概念，要么局限于传媒领域。与

２０００年前后那几篇文章相比，这类研究与泰勒学科视域的宽阔和知行合
一的学术品格距离更远。纠正对泰勒的误解不仅需要了解他的更多作
品，而且需要围绕他的关键文章，呈现贯穿于其中的精神气质。

二、一种中庸式心灵

“消极自由有什么错”和“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有助于纠正中
国学者对泰勒的误解，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颇能体现泰勒的精神气质。

“消极自由有什么错”的重要性在于它与心理学以及心灵与道德哲
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的博士论文《行为的解释》（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６４）以及
具有道德心理学意味的诠释学和心理学评论（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ａ，１９８５ｂ：１
－５７，１９９５：１－３３）是“消极自由有什么错”的早期基础。“消极自由有
什么错”又成为他心灵与道德哲学巨著《自我的根源》（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和
《本真性伦理》（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２）的伏笔。对心理学以及心灵与道德哲学
的研究使他认识到，在西方现代性中，本真性是比工具性或基于先验理
性的个人主义更充分的个人主义。哈贝马斯对本真性之重要性的认识
晚于泰勒。
曾在哈贝马斯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的费拉拉（Ｆｅｒｒａｒａ，１９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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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指出，在写《沟通行动理论》时，哈贝马斯并不认为有必要专门讨论
本真行动的有效宣称；之后几年他认为本真性指更成熟的自主性；直到
写《事实与规范》时，他认识到本真性不宜归入自主性，自主性时代已经
受到本真性时代的挑战。本真行动预设目的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但是
还有其他特性。韦伯引用路德的“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所描述
的、受义务伦理学驱动的政治行动是本真行动，尽管韦伯没有使用这个
词。这种行动有“深切感人”的质性，而这种质性牵涉深层情感的共鸣。
本真性进路对康德进路的挑战不只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重心上，而且
涉及对普遍主义的理解。康德的普遍主义指涉抽象法则，而本真性的
普遍主义，如果有的话，需要在具体事例中加以示范。

３．这是对《自我的根源》第一篇及结论部分相关思想的概括。该书第一篇指出，人类在语言参
与构成的道德空间中定义自我（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３－１０７）。结论部分则试图以个人感受和公共
承诺与世界中的道德根源之间的共鸣，来突破工具理性的客观主义和将道德根源封闭于个人
的主观主义的对立（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４９５－５２１）。

４．这里的“调和”认识论引自露丝·阿比（Ｒｕｔｈ　Ａｂｂｅｙ）主编的文集———《查尔斯·泰勒》。在
这本文集中，德雷福斯（Ｄｒｅｆｙｕｓ，２０１３）以“泰勒之（反）认识论”一文阐释了泰勒在认识论上的
观点。这篇文章指出，笛卡尔开启了主客二元的分离，认识论是与其相伴的一门学问。这种
存在论将主体理解为：对于世界上的诸客体，它是一个自足的心灵，其通过内在的精神状态以
某种方式表征这些客体，但在本质上这些状态并不依赖于后者。泰勒反对这种认识论，并提
出自己的观点：内在于心灵的东西与外在于心灵的东西之间的巨大鸿沟必须被调和，以便主
体拥有关于世界的知识。认识论就是对这种调和的研究。在这本文集的导论中，阿比（２０１３）
将德雷福斯所阐释的、泰勒的认识论称为“调和”认识论。笔者沿用了阿比的说法。本文联系
收入泰勒１９９５年哲学文集（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中的两篇文章“克服认识论”和“先验论证的有效
性”来概略地阐释泰勒的“调和”认识论。“克服认识论”指出，泰勒在认识论上的突破受康德
启发，并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为重要思想资源。“先验论证的有效性”是泰勒
更早发表的文章，因其强调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论证承自康德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分析，而康德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指“先验的”，所以这里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译为“先验”。如泰勒１９９５年哲学文集
的版权说明（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３１１）指出的，这篇文章曾在１９７８和１９７９年在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上发表。１９７９年是泰勒以本真性观念加入当代自由主义讨论之年，这说明
他在认识论上和政治哲学上的思考是相互联系的。

在《自我的根源》中，本真性指西方现代认同的一个侧面。这本书
的存在论是一种道德实在论，它包含对本真性的理解。它的基本意思
是，人类在语言参与构成的、内外共鸣的道德空间中确定自己的立场，
定义自我的存在。３与这种存在论契合的是“调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ｌ）认识
论４，它试图超越“笛卡尔—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后者的特征是以主
客或内外对立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包括认知与情感、实然与应
然、个人与集体、现代与传统、世俗与宗教，等等。可以将这种存在论和

·０３·

社会·２０１７·５



认识论合称为一种中庸之道，它是贯穿泰勒所有著述的精神内核。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总结了这种中庸式心灵在修正自由主

义上所形成的观点。那种以单一理念或形式来定义自由主义的观点是
智识上的错误，而且可能带来实践上的破坏性后果。自由主义有多元目
的，其中至少包括三个因素，（个人）自由、（集体）自治和基于平等权利的
规则。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个总结，而且在于它的社会理论意

涵，后者是前者的深层基础。与“消极自由有什么错”同年（１９７９年）发
表的“原子论”（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１８７－２１０）就提出自由的社会命题，泰勒
此后的政治哲学文章大多具有社会理论意涵。在与这些文章的呼应
中，“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将这些意涵纳入其中。而且，它的世俗
化和社会想象（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概念为《世俗时代》和《现代社会想象》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ａ）埋下了伏笔。这两本书超出了哲学范围，属于贝拉将
上帝等宗教象征纳入的那种广义社会理论（参见戴斯耶，２００５）。有学
者认为哈贝马斯在形成沟通理论之后，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
过于偏重新康德式形式标准，而失去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把握历
史经验的社会学之所长（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６）；而泰勒的《世俗时代》和《现
代社会想象》则因把握历史经验的世俗化和社会想象这两个概念，在北
美社会学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贝拉（Ｂｅｌｌａｈ，２０１０）在《世俗时代》
的书评中说泰勒是一位社会科学者。泰勒２００９年参与对话的文章也
属于广义的社会理论。
概言之，泰勒半个世纪著述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内外共鸣的中庸之

道，它沿着一条从心理学到社会想象的线索表现出来。这条线索穿过
泰勒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并突出地体现在“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与“自
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呼应上。“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指向
超出哲学的社会理论，后者是泰勒赢得哈贝马斯尊重的深层基础。下
文将沿着这条线索解读“消极自由有什么错”和“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
领域”，并辅以２００９年泰勒与哈贝马斯的对话。

三、本真性进路

有中国学者指出，伯林（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９）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是西
方当代自由主义讨论的起点之一，后继学者在不同进路中试图超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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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二分。在这些进路中，比较突出的有泰勒的社群
主义、昆廷·斯金纳的公民共和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其
中，昆廷·斯金纳的第三种自由概念最终趋近罗尔斯，而且主要指消极
自由，因此他的突破有限；而哈贝马斯对两种自由的整合更受中国学者
青睐（应奇，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笔者更认同泰勒自己的澄清，他不接受“社群主义”的标签。社群
主义有多重含义，其中有的泰勒同意，如公民人文主义，以及不能在传
统和历史之外理解人类和定义个人主义；有的他有更精细的观点，如在
一个共和国之内不同文化社群平等共存的重要性；还有的观点他反对，

如重社群而轻个人，进而瓦解自由主义。５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常常意味
着他不加区分地同意所有这些含义，这也是他难以被一些中国学者接
受的原因之一。本文将尝试纠正这个误解，并将他的进路归结为具有
亚里士多德意味的诠释学。理由将在下文详述。相应地，哈贝马斯的
进路可归为新康德式，其范围超过宪法爱国主义，是由哈贝马斯和罗尔
斯共享的，因此哈贝马斯（２００２）说他们在同一家族。

５．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ｍｉｎｇ　Ｔｕ，ｉｎ　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Ｊｕｎｅ　１１ｔｈ，

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ｂ３－ＺｎｋＣＣ０Ｊ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６．在这篇文章中，泰勒多次使用形容词“本真”（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和副词“本真地”（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ｌｌｙ），但
是没有使用名词本真性。他称自己的立场是后浪漫主义自我实现。后来他（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２）在
《本真性伦理》中指出，（后）浪漫主义的自我实现就是本真性。因此这里将这种自我实现和本
真性互用。

伯林１９５８年发表那篇著名演讲时，泰勒正在牛津大学做博士论
文，论文的导师是伯林和安斯库姆（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ｎｓｃｏｍｂｅ）。伯林卷入日
常用语分析，安斯库姆则试图复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伯林之重新
发现赫尔德、反思启蒙、提倡多元论，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善有质性区分，

伦理学与民族气质（ｅｔｈｏｓ）之间的关系，以及古代共和主义等观点，始
终是泰勒的灵感来源。但在“消极自由有什么错”（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２１１
－２２９）中，泰勒只呼吁重视托克维尔和密尔（《代议制政府》）对古代共
和主义的发掘。将赫尔德和共和主义议题纳入自由主义是十年后“答
非所问”（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１８１－２０３）和“承认的政治”（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２５－
２５６）的任务，而“消极自由有什么错”的重点则是在个人层次上批评消
极自由观。泰勒的立场是伯林（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９）所批评的、密尔在《论自
由》中提出的自我实现或本真性观念。６这里的本真性指一种道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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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泰勒的立论基础在《行为的解释》、心理学评论（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ａ：１１５
－２１２）和心灵哲学上。既有中国学者对这篇文章的研究忽视了这个基
础，因而没能将它的构思阐释清楚（如应奇，１９９９；达巍等，２００１）。

（一）内外共鸣中的动机
早期日常用语分析的工作之一是对心理学的哲学反思，伯林的同

事赖尔（Ｒｙｌｅ，１９４９）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之一。赖尔认为“笛卡尔—经验
主义”心理学中的毒瘤是理性主义，即笛卡尔式“机器中的幽灵”，并试
图以奥卡姆式剃刀将其剔除。赖尔的定义十分简明，心灵就是行为的
习惯。伯林的心灵观有复杂的源头，除赫尔德外，还有深沉的俄国思想
（凯利，２００６），但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他的心灵观倾向于赖尔。这
是伯林剔除密尔的本真性的原因之一。
泰勒认为这种剃刀术与行为主义有相似之处，后者指经验主义还

原论。这种与唯物主义亲和的心理学和认识论被威廉·詹姆斯称为硬
心肠（ｔｏｕｇｈ－ｍｉｎｄｅｄ）气质。因此，在“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中，泰勒称霍
布斯式自由观为硬心肠版本。这种观念在道德心理学上是粗浅的，因
为它无法区分动机。为突破这一局限，泰勒转向植根于德国浪漫主义
的诠释学。在“阐释与人之科学”（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１５－５７）一文中，他把
现象学和日常用语分析交汇的思想纳入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的命

题———人是自我阐释的动物。在日常用语分析学派中，赖尔和伯林的
后继者转向具现象学意味的细腻描写。但是泰勒走得更远，他将亚里
士多德的质性区分和诠释学结合起来，形成强评价（ｓｔｒｏ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概念。
泰勒在“人类能动性”（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ａ：１５－４４）中指出，强评价是关

于本真自我和责任伦理学的观念。他首先援引法兰克福（Ｈａｒｒｙ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的观点，一般动物只有欲望，而人类有对欲望的欲望———二
级欲望（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ｄｅｓｉｒｅｓ）。他进而指出，二级欲望仍有强弱之分。
在两种甜点之间选择一种，可以只凭感觉而说不出理由，这种二级欲望
是弱评价（ｗｅａ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而以文化语言对欲望进行高与低、完满与
缺憾、高尚与卑鄙的评价，这种二级欲望是强评价。这种评价将欲望划
分得更清楚，因此具有一种深度。而在现代文化中，强评价还指彻底反
思的责任。一个人不仅要为其所作所为负责，而且要为他的选择负责。
没有现成语言告诉他怎样在两个冲突的欲望之间进行选择，这时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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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掘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未被语言结构化的感受，发明新的语言加以
说明。这是更深的自我阐释，参与构成他的本真自我。
这个概念后来成为《自我的根源》的核心词。该书的主体部分开始

于一种“道德地形学”，而这个地形学首先以“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为题
发表于心理学文集之中（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８）。虽然泰勒后来将重心转向社
会观和社会想象，但是直至《世俗时代》的结尾他仍在进行道德心理学
的描述，因此可以说他的进路是具亚里士多德意味的诠释学。

（二）三个构思
虽然泰勒的“消极自由有什么错”反转了伯林，但是据说伯林看到

这篇文章时颇为赞赏（达巍等，２００１：２１１），因为泰勒的道德心理学发展
了伯林的多元自由主义。
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２１１－２２９）指出，伯林（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９）所赞许的

霍布斯和边沁将消极自由定义为排除外部的自然和法律障碍；伯林进
而总结说消极自由理论关心主体免于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理论关
心由谁或什么来控制一个人的生活。从本真性观念的立场来看，消极
自由还指排除恐惧和虚假意识等内部障碍。因此，即使在消极自由上，
霍布斯和边沁也不充分。伯林之所以倾向于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对左
翼极权主义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英语世界的智识传统中经验主
义还原论的顽固。在这个传统中，人类感受被还原为物理般的原始事
实，因此不对动机和欲望进行质性区分。而放弃这些区分，意味着放弃
与极权主义就积极自由进行辩论的大片战场。这种退守自保是一种马
其顿防线心态，它难以抵御极权主义的威胁。
泰勒以三个构思进行论证：自由的实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概念与机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概念的对比，实行的概念需要区分动机，以及主体的强评
价允许事后品评（ｓｅｃｏｎｄ－ｇｕｅｓｓ）。
硬心肠消极自由观是一种机会概念，它并不关心主体如何进行选

择。而本真性观念是一种实行概念，它认为如果一个人害怕违反一种
他已内化的规范，而这种规范与他的本真潜力不符，对此他还全无自
觉，那么他不是自由的。只有排除这种恐惧，实现他的潜力，他才是自
由的。可见，在实行概念中，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重叠在一起。
泰勒把实行和机会两个概念纳入一个对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进行

比较的场景中，一方面比较这两个概念的说服力，另一方面说明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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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需要区分动机。他假设伦敦的交通信号灯多于地拉那，一个人生
活在伦敦可能会比在地拉那遇到更多出行障碍。若阿尔巴尼亚废止宗
教，而英国没有，那么一个人生活在英国会比在阿尔巴尼亚遇到更多宗
教活动的障碍。那么，在哪里生活更自由？从硬心肠消极自由观的角
度出发，以外部障碍数量的多少来判断自由与否，可能得出在地拉那和
阿尔巴尼亚更自由的结论；但是从本真性观念的立场来看，排除这两种
障碍的动机有轻重之分。信号灯给出行带来的不便，轻于它带来的交
通安全，特别是给孩子们带来的安全；而信仰在认同中至关重要，即使
是非宗教信仰者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在伦敦和英国的生活更自由。可
见，纳入对动机的区分可以在与极权主义的辩论中占优。
接着，泰勒把目光转向自由社会，以回答如下问题：个人是否是其动

机或所欲目标的最终权威，他的动机和所欲是否不可修正或者不允许别
人的事后品评？有人会担心，一旦将品评的权力交给他人或某种社会权
威，就有走向极权的危险。这时，泰勒引入强评价，并创造了一个艺术术
语———归属品质（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强评价是在文化语言中进行的，因
此本真性观念不是个人的独白。浪漫主义以艺术家作为本真人格的典
范，因此归属品质的术语有助于调动后浪漫主义语境中共享的感受，使
强评价的伦理学并不显得突兀。在艺术评鉴中，通过一件作品的品质来
判断它的创作者，这同时是对创作者的事后品评。类似地，一个人所认
同的目标的品质应该允许事后品评。基于共享情境和强评价置身其中
的文化语言，其他人有参与品评的能力。泰勒举出一系列例子，从当代
日常生活中的怨恨，到与之相对应的古代复仇，再到在当代自由社会之
中左右两翼的极端反例———红军旅领袖巴德（Ａｎｄｒｅａｓ　Ｂａａｄｅｒ）和“曼森家
族”创立者曼森，在具现象学意味的细腻的心理描述中，由浅入深地说明
个人不是评价自己动机的终极标准。以个人为终极权威的观点浅化了
本真性观念，因此这也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
上述三个构思说明，硬心肠消极自由观放弃了自由主义中最能鼓

舞人心的本真性观念，因此其马其顿防线难以自守。这是泰勒加入自
由主义讨论之初的文章，其主旨是维护个人自由。

四、多元公共领域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不是一篇常规论文，而是泰勒对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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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讨论的小结。该文章开始时对自由社会的定义，需要读者发
现它与此前文章的呼应才能理解。此外，它的世俗化概念未及展开，尚
等待《世俗时代》（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的呼应。如泰勒在“自由主义政治与
公共领域”中所说，它只是提出更多问题，并有待更多说明。这篇勾连
其学术思想的中介文章之于泰勒，与“宗教拒世及其方向”（Ｗｅｂｅｒ，

１９９１：３２３－３５９）之于韦伯有些许相似，因其意蕴之深厚、理解之难和承
上启下的重要性，值得反复解读。中国学者的相关解读集中于政治哲
学（如王新生和宁乐锋，２００８；韩升，２０１２ａ）和传媒学（如黄月琴，２００８；
曾彦，２０１０；王淑华，２０１４），笔者则尝试从文中的呼应开始阐释它的构
思，并指出其思想基础从哲学转向广义的社会理论。

（一）三个呼应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对此前研究的呼应甚多，这里主要提

及其中的三个。
文章的开始对自由社会的定义，呼应了“消极自由有什么错”和“答

非所问”。这一方面表明泰勒是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表明
他将本真性从道德心理学转向社会想象。“答非所问”表明，泰勒是洪
堡式整体论—个人主义者。这里的整体论指社会理论中的存在论，个
人主义指在道德和社会政策上所要提倡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１８１－２０３）。
因此泰勒在“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中对自由社会的定义是一种自
由整体论，其价值之一是维护个人自由。
他重提“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中的内容，消极自由指免于他人和权

威的干涉，而更健全的自由指真正的自决和道德的完善。他以密尔在
《论自由》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后一种自由的标准，这个标准赞赏这样的
人，“当他的欲望在他自己的文化中发展和改进时，他的欲望和冲动为
他自己所有，并表达他自己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ｅ）”（Ｍｉｌｌ，１９７５：７４）。这是密
尔“论个性”中的长句，联系书中的语境，密尔这时受洪堡本真性观念的
影响。跟随密尔的思想，泰勒在人们“自己”的文化中阐释自由社会的
形式。
在这两个呼应中，泰勒这样定义自由社会：它指最大可能地实现特

定诸善或权利原则的社会，它试图将自由之诸善和集体自治最大化，而
此最大化与基于平等的权利相一致（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５７－２５８）。
在“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下半部分对美国当代政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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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勒将环保和女性主义等社团和地方社群的议题统称为地方议题，
这与“吁求市民社会”（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２０４－２２４）相呼应。在那篇文章
中，泰勒在西方思想史中总结出自由主义的两个流派———洛克流和孟
德斯鸠流。洛克流以限制政治的方式使经济更具独立性，孟德斯鸠流
则以法团作为制衡政府的政治力量。托克维尔是孟德斯鸠流的发展
者，他以嵌入地方文化的社团作为民主的堡垒。在龚断资本主义加剧
贫富分化的当代西方背景中，泰勒重提托克维尔。将社团和地方并列
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在宗教与非宗教的诸善之间应该平等地相互承认。
如果女性主义者和一些宗教社群之间多一些相互理解，关于堕胎的辩
论可能就不再是零和游戏。这是泰勒重新定义“世俗”一词的动机之
一，只是在“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中未及展开。
上面三个呼应表明，泰勒将从洪堡到密尔的个性论以及从孟德斯

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团主义和地方自治等思想融合起来，以发展从赫尔
德到伯林的多元自由主义。在对自由主义的拓展中，泰勒是当代贡献
最大的思想者之一。

（二）对话的转移

７．这篇文章题为“先验论证的有效性”，它最早发表于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见脚注４。而“消极自
由有什么错”最早发表于１９７９年，因此二者为泰勒同时期的文章。

　　在写“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时泰勒认识到，康德是超越“笛卡尔—经
验主义”认识论的先驱。康德提出的与先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我思”，
意味着经验被“我”处理了，因此经验不是主客之间未经“调和”的直接
相遇。由于“我思”的处理，“我”的经验具有连贯性（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０－
３３）７。相应地，康德以先验理性作为区分动机之质性的标准，这种理
性所决定的动机具有普遍道德意义，因此是自由和立法的内在标准。
进而，康德提倡将个人自由和公共性结合起来的自由（主义）共和国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这种国家只管理公共事务，而将阐释快乐和痛苦等
事宜留给私人（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３１８－３３７）。但是由于形式主义以先验
理性为区分动机之质性的一元论标准，康德对动机的质性区分无法解
释广泛的日常经验（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２３０－２４７）。功利主义取消动机的
质性区分，乃基于关于动机的趋利避害的一元论假设。形式主义区分
动机，但是认为只有遵从先验理性这个一元标准的动机是高贵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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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进路都有一元论假设，并基于此而形成二元对立和程序的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经验主义”认识论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所
分享。彻底的突破源起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他们将
“我思”转化为在日常语言中的 “思”和在世界中行动的、肉身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主体的立场。这些思想指向一种“调和”认识论，泰勒进而
将这种认识论引入历史深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０－３３）。
可见，在以本真性进路加入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讨论之初，泰勒就决

定同时与功利主义和（新）康德式进路对话。这两个进路都是程序或形
式的，泰勒将以实质自由纠正它们的偏颇（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ｂ：２３０－２４７）。
“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批评功利主义所依托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政治
与公共领域”则主要与作为理性主义发展者的哈贝马斯对话。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

的灵感来源之一。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５７－２８７）赞赏《公共领域的结构
转型》，他与哈贝马斯同为将当代市民社会的重心从市场经济转向公共
领域的阐释者，但他认为沟通行动理论窄化了道德视域。泰勒在《自我
的根源》的结尾指出，哈贝马斯吸收了诠释学和米德的思想，以超越阿多
诺主客对立的意识理论。基于这种意识理论，阿多诺认为工具理性和表
达实现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并否认本真性观念对工具理性的制约能
力。哈贝马斯则承认本真性在现代合理性中有一席之地，该领域与道德
实践和工具式认知两个领域并列（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５１１－５１２）；但哈贝马斯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９１：８－４２）认为这个观念达不到普遍认知的标准，因此将它
排斥在实践理性之外。这不仅使他忽视了能动者通过语言来追寻与他
内心共鸣的道德根源，而且在三个领域所指涉的诸世界之间缺乏连贯
性。哈贝马斯将人类置于诸世界之中的观点受惠于韦伯，但是他没能充
分重视韦伯关于诸善冲突的深刻思想。因此，他对主客对立的超越有
限，未能真正消除阿多诺的困扰（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５１１－５１２）。

（三）一元公共领域
从“调和”认识论的视角出发，“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以共同心

灵（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ｎｄ）和社会想象来阐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理想型。
共同心灵是这个理想型的内在动力，社会想象是它的道德空间。这种内
在动力来自启蒙的普遍主义理念，它使公共舆论摆脱柏拉图“人类意见”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的偏狭，而具有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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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理想型超越地方议题，成为元议题的（ｍｅｔａｔｏｐｉｃａｌ）、单数形式的
公共领域（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６０－２６３）。同时，由于抽离于（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ｄ　ｆｒｏｍ）

深远的文化，这个理想型逐渐失去超越的动力。

在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由社会有外政治（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观念，后者
是市民社会的特征之一。除自由联合之外，市民社会指社会可以作为一
个整体在国家之外运行。这种观念对很多历史中的文明而言是陌生的，

例如西方的古代城邦和传统中国。它与印度和西方中世纪有相似之处，
但在现代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纯粹是世俗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５８－２５９）。

为说明市民社会在世俗化上的激进，泰勒援引华纳（Ｗａｒｎｅｒ，

１９９０）的《共和国的文学之源》（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８。这使对公
共领域形成史的追溯从欧洲拓展到美国，进而转入对当代美国的政治
分析。

８．该书的全名为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其主标题直译应为“共和国的文学”。由于该书强调“文学共和国”这一学会
为美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奠定了具有共和理念的文化基础，因此笔者将书的主标题译为“共和
国的文学之源”。

９．这里对哈贝马斯的总结受应奇（２００２）的启发。

哈贝马斯曾批评泰勒“承认的政治”（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２５－２５６）仅以
加拿大魁北克为例，而这个案例不具有普遍意义。他指出，一百多年前
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超越地方文化的抽象之功，而在形成欧盟并为
世界公共领域做准备的今天需要进一步的抽象（哈贝马斯，２００３：６５４－
６８２）。９泰勒则以北美的历史和政治现状为例指出，即使在西方内部也
存在文化差异。现代性有普遍主义理想，但是哈贝马斯的抽象既无法
充分理解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也无法解决西方当前面临的问题。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援引华纳的著作指出，在１７世纪末的
英属北美殖民地上，一些开明文人建立了一个跨越既有政治边界的国
际学会，并称之为“文学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这里的“共和”

指免于征服：在文学沟通中，这些成员像“公民”一样忠诚于这个学会，

而不向既有政治权威臣服。这个“共和国”是１８世纪北美公共领域的
先驱，并成为美国民族认同的开端。这个“共和国”是欧洲文明的延伸，

它吸收了古代共和主义和斯多葛世界公民主义，并更直接地受基督教
会影响（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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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在美国的出现依托于基督教会，这反衬出与启蒙公共领
域模式之世俗化的激进。为纠正这种激进的偏颇，泰勒追溯“世俗”
（ｓｅｃｕｌａｒ）一词的词根。他指出，“世俗”并不仅仅指解除宗教的束缚，它
最初的意思指一种时间观。它接近于在时间性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与精神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之对立中的前者；它有暂时的意味，而与永恒相对。永恒的
时间指涉神圣（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暂时的时间指涉世俗（ｔｈｅ　ｐｒｏｆａｎｅ）。神圣
不仅指涉基督教的上帝和耶稣，而且指涉更为广泛的奠基性行动。伊
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　Ｅｌｉａｄｅ）曾以丰富的史料说明指涉奠基性行动的起源性
时间（ｔｉｍｅ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ｓ）与日常时间的复杂关系。起源性时间可以在日常
时间中的特殊片刻再现，使日常行动具有超越意义。而启蒙型公共领
域消除时间的异质性，它仅仅指正在进行的沟通行动，而且切断了这种
行动与神圣的联系（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６８－２７１）。
在上段阐释的一个注释中泰勒指出，这种同质性时间观的推手之

一是工具理性对时间的客观化，此观点遭到海德格尔的强力批评。但
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性（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仍是一种现代模式的时间观，它处
在精神与世俗二分中世俗的一端（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３１０）。
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中，海德格尔将人这种对其存在（Ｂｅｉｎｇ）能

够发问、有所理解或者领会（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存在者（ｅｎｔｉｔｙ），称为“此
在”（Ｄａｓｅｉｎ）。这篇导论指出，此在存在的意义为时间性。时间性是历
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历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此在之存在
是被基于时间性的历史性所规定的。亚里士多德费时间论著是流传至
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进行详细阐释的第一部论著，它基本规定了后世
所有人对时间的看法。即使康德对时间的问题有新的提法，其存在论
的根本方向仍然受限于亚里士多德所制定的结构。这种局限如此根深
蒂固和习焉不察，以致海德格尔将其中顽固的成分与流俗（ｏｒｄｉｎａｒｙ）观
念并称（海德格尔，２０１２：３－４７；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００１：２１－６４）。那种哲学
和流俗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主要针对现成（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ｈａｎｄ）的存在者
来理解存在。海德格尔所要揭示的是这种理解已经触及、有预设但是
同时遮蔽的，对此在的生存论的（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存在论理解。在后一理解
中，关键的是对本真（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能在（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Ｂｅｉｎｇ）的理解。为
突破古希腊以降的存在论，海德格尔以一个早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西方古老寓言来引出他的现象学存在论。这个寓言涉及一种生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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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而这种阐释尚未经过理论化和主题化。海德格尔称这种阐释为
前存在论的（ｐｒ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生存论阐释。
这个寓言讲述了一个造人和为人命名的故事。从前有一次，女神

“操心”（Ｃａｒｅ）在渡河之际看见一片胶土，她若有所思地从中取出一片
胶泥，动手捏造。在她思量她所造的玩意儿之际，朱庇特神走了过来。
“操心”便请求朱庇特把精灵（ｓｐｉｒｉｔ）赋予这块成形的胶泥，朱庇特欣然
从命。但当她要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她所造的形象时，朱庇特拦住了
她，说应该用他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形象。两位天神正为命名之事争执
不下，土地神台鲁斯又冒了出来，说该为这个形象赋予她的名字，因为
实在是她从自己身上献出了泥胚。他们争论不休，请农神来担任裁判。
农神说叫它“人”（ｈｏｍｏ）吧，因为它是用泥土（ｈｕｍｕｓ）造的。在它死时
朱庇特可以收回它的精灵，土地神可以收回它的身体，但是因为“操心”
最先造出它，因此只要它活着，“操心”就可以占有它。海德格尔指出，
这个寓言是关于人的生存论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对他的生存论阐释
的一次印证。他认为此在之存在即为操心。此外，这个寓言还在两方
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方面，“操心”的优先地位是同把人看作躯体
（泥土）和精神的复合体的看法一起出现的。只要这一存在者“在世”
（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它就离不开操心这一源头，由操心保持、确定和
始终统治着。另一方面，虽然这一存在者是被组成它的东西（泥土）命
名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它的存在。它的存在是操心，而对这一“源始”
（ｐｒｅｍｏｒｄｉａｌ）存在应在何处得而见之，是由农神即“时间”（Ｔｉｍｅ）来判
定的。这个寓言对人的本质进行了刻画，指涉人在世界中的时间性演
变的存在方式。后世“神不死”而“人有死”，以及“神的善由其本性完
成”而“人的善则由操心完成”等观点是由这一古老寓言派生出来的。
由这个寓言引申出这样的观点，人能够为他最本己的可能性而自由存
在，而在这种自由存在（操心之筹划）之际成为他所能是的东西，这就叫
人的完善。海德格尔所致力的生存论存在论的阐释，是对这种前存在
论的生存论阐释的理论化。这种理论化不仅是在存在者层次上进行了
普遍化（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一切行为举止在存在者层次上都是充满操
心的，都是由对某种事情的投入所引导的。而且，这里的普遍化是一种
先天存在论意义上的普遍化。海德格尔不拟进行具体存在者层次上的
详细讨论，不拟进行诸历史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意涵的阐释，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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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适用于所有存在者、所有历史形态的生存论存在论阐释。这种
阐释无涉具体道德意涵，亦不进行道德判断（海德格尔，２０１２：２２７－
２３１；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００１：２４１－２４４）。
泰勒赞赏海德格尔对关于现成存在者的时间观的批评，赞赏海德

格尔以时间性为基础对主客和内外对立的认识论的突破；但他不同意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实在”（ｒｅａｌｉｔｙ）的狭义理解，那种实在
主要针对现成存在者。在《自我的根源》中，泰勒认为视域更宽的实在
是由关于道德的强评价参与构成的，而这种实在不能脱离历史形态抽
象地进行阐释（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深究下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
对西方古老寓言的援引以及对流俗的公共意见的阐释，也没能完全避
免时代的影响。从尼采到弗洛伊德，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一些思想家
对轴心时期之前的西方神话的重视，与对基督教信仰的否定有一定关
联。《存在与时间》中使用了“罪责”（ｇｕｉｌｔ）和“畏”（ａｎｘｉｅｔｙ）等词语，这
容易使人想起基督教的原罪和弗洛伊德的“焦虑”（ａｎｘｉｅｔｙ）。但是海德
格尔对这些词语的阐释与基督教相去甚远，与弗洛伊德也不相同。在
消解基督教信仰上，他更接近弗洛伊德。萨弗兰斯基（２００７）指出，在写
《存在与时间》时，海德格尔已经放弃他早期维护天主教信仰的观点，而
受尼采的影响较大。这个观点可以部分地解释海德格尔对“罪责”和
“畏”作这种阐释的原因。泰勒并不想把基督教信仰当作公共理解的普
遍起点，而是认为哲学的理论化意在说服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为宗教
信徒。但是他反对以脱离历史形态和道德意涵的方式阐释普遍性，因
为这种阐释可能隐含着以某种具有时代印记和文化局限的观点来压制

其他观点的危险。以此观之，在《存在与时间》的部分阐释中，例如在对
公共意见和流俗之间的联系上，和在世界之超越的时间性问题上，海德
格尔以一种与神圣对立的世俗时间观作为人类永恒和普遍的时间观。
泰勒则试图通过联系历史形态和道德意涵讨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

关系，与衍生于其他文化的观点进行对话来突破自己的局限。就此而
言，海德格尔避谈历史形态和道德意涵的视角有去历史化之嫌。
泰勒在“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中重提“世俗”一词最初的意

思，意在纠正这种去历史化的偏颇。十几年后，他在《世俗时代》中通过
对作为历史形态的社会想象之间的比较，突出了在世俗化中时间观是
如何与神圣性脱钩并被同质化的。这是泰勒对“调和”认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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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认识论的视角出发，他把启蒙型公共领域概括为外政治、激进世
俗的元议题共同空间（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７１）。随后，他转入以美国为主要
背景的当代政治分析。

（四）多元公共领域
在追溯历史之后，“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再次呼应“消极自由

有什么错”，以区分原子论—客观利益观与左翼极权主义的立场。左翼
极权主义强调全体一致的集体决策，因此与多元社会中的民主相悖。
原子论—客观利益观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认为市场经济力量越大，个
体就越独立。
与哈贝马斯相似，泰勒认为原子论—客观利益观忽视了民主和公

共领域在现代性中的核心地位。比较而言，哈贝马斯偏重公共领域的
外政治功能，泰勒则偏重公共领域的集体决策功能。继承托克维尔的
进路，泰勒主张将消极自由与地方自治和更积极的政治自由联系起来。
呼应洪堡和密尔的本真性观念，他提出关乎民主决策之质性的三条标
准：其一，民众应在他们被称为什么样的人上有发言权，而不仅被告知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其二，发言应表达他们的本真意愿，而不为宣传、误
导和非理性恐惧所操纵；其三，发言应表达他们深思熟虑的意见与渴
望，而不是信息闭塞和其反射般的偏见。但这三条标准的实行面临困
境，与一般选民信息闭塞和冷漠倾向纠缠在一起的，是关于合理性之标
准的哲学偏见。无论左翼极权主义还是原子论—客观利益观，都以一
元标准简化了社会实在的复杂性。哈贝马斯似乎也认为拥有主权的人
民不过是被历史临时组建的球队，除在同一国际航班名单之列以外，他
们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康德式的超常良知难以唤起多数人倾听他
人发言的热情，这种热情需要卷入社群的自我理解（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

２７２－２７６）。
这种自我理解包括以下三点：（ａ）人民从属于拥有共同目的并承认

其成员共享这些目的的社群；（ｂ）不同团体、类型和阶级的公民都能被
真正倾听，进而能够对辩论产生影响；（ｃ）决策真正体现多数人的偏好。
外政治公共领域的胜利突出地体现在“水门事件”后对总统的弹劾，这
个案例意味着国家层次的媒体监督是公共领域的其他功能所无法匹敌

的。但在随后几十年里，关于美国总统的辩论和美国大选的境况日趋
堪忧，原因之一是（ｂ）这个公共空间被忽视了。而当代两种小型公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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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关于（ｂ）的，它们的议题分别来自地方的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等社
团。这些议题不乏普遍性关心，并试图与中央议题相互嵌套（ｎｅｓｔｅｄ）。
但是权势游说团和国家电视网络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他们将这些议
题拒斥在中央议题之外。于是一般公民感到权力远在天边、不负责任，
加之原子论—客观利益观的影响，他们对中央议题日渐冷漠。此外，两
党代表的辩论趋于相互攻击并触及诚实的底线，因此在近期美国大选
中，投票的人数低至有选举资格人数的一半。这意味着上述的（ａ）和
（ｃ）受 到 威 胁，美 国 政 治 与 社 会 有 分 裂 的 迹 象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

２７６－２８０）。
在一定程度上，当代西方社会向超级集权和科层制的转变已不

可避免。超级集权不限于政治体制，还与公共领域的模式有关。托
克维尔忧虑于美国未来的温和专制，而这个洞见需要稍加修正。在
合法性的抗议和媒体的监督之下，当代美国谈不上专制，而是政治分
裂使个人失去维护自己利益和实现自己潜力的能力。半个多世纪以
来，美国出现过试图扩大团结的努力，例如１９５４年的法案阻止公立
学校中的种族歧视，但是政治辩论的模式加剧了分裂。当代美国的
政治将越来越多的能量转向司法复核，其典型案例是１９７３年的堕胎
辩论。而辩论的方式与大选中的两党代表相似，是一种零和游戏。
在胎儿权利和母亲权利之间，只能是胜者全得，败者尽失。这种零和
模式同样出现在各利益群体之间，以及阻止经济下滑的工业政策和
提高民众福利与健康的保险计划的辩论之中。辩论的双方相互敌
视，而非真正地相互倾听。这种模式是启蒙型的延伸，它使社团和地
方的诸议题无法相互嵌套，进而导致在中央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
为解决现实的相互理解问题，需要转变公共领域的模式。启蒙型公
共领域类似于单一形式的国家，当前则需要一种类似于联邦的模式，
使中央议题与多元地方议题相互嵌套，而且这种模式应该渗入政体，
使公共领域和政体之间的界限更有弹性。只有这样，多元议题才能
够真正影响国家政策（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７８－２８６）。

（五）待续的小结
基于历史追溯和当代分析，“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总结了泰

勒自由主义的修正观和公共领域的文化观。自由主义的目的是多元
的，这些目的至少包括自由、自治和基于平等的权利规则。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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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应该考虑以上这三个因素，这意味着公共领域不只是限制政治
的社会形式，其本身是民主政治的中介。当自由主义政体在西方之外
发展时，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公共领域，由于所处文化的差异，这些形
式与西方１８世纪启蒙范式的距离可能比当代西方的形式还要大。因
此泰勒指出，我们要敏感于这些形式的进展，这里的“我们”不仅指西方
人，而且包括尝试仿效西方成功模式的其他社会中的行动者（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８５ｂ：２８７）。
由于“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涉及的一些呼应未及展开，因此

这个小结待续。有待呼应的核心是世俗化和社会想象。世俗化所牵涉
的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可经由“社会”的概念来理解。泰勒没有对文化
和文明进行截然的区分，但是在他的使用中，文明所指涉的时空跨度常
大于文化。（现代）市民社会是一种文明，它于历史中的文明而言是陌
生的。历史中的文明包括西方古代城邦、传统中国、传统印度和西方中
世纪。现代文明的进程是世俗化，其结果是在当代市民社会中存在多
元文化。市民社会这种文明与传统中国等文明在当今世界中的关系，
需要在进行的历史中细加辨析。
由于世俗化和社会想象的核心地位，“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

域”的思想基础从哲学转向广义的社会理论。在“自由主义政治与公
共领域”发表后的十多年间，泰勒在社会理论上的努力结晶为《世俗
时代》。

五、诸善之中的宗教

（一）内外共鸣中的社会想象
在《世俗时代》的开始，泰勒继续阐释世俗（ｓｅｃｕｌａｒ）和世俗性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ｙ）的含义。在西方以及很多其他社会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同
意，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这里的世俗性有三层意思，一是宗教
在公共空间中的撤退。二是宗教信仰与实践的减弱。虽然在有些国家
如美国，宗教信徒数量不减反增，但是宗教在信徒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在
减少。三是信仰条件的变化。宗教只是各种精神生活中的一种，而选
择哪一种由个人经过反思而定。泰勒的重心在第三层意思上（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７ｂ：１－２２）。
世俗性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它起于西方，并部分地、以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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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延伸到这个世界之外。因此，它指现代或者现代化中的社会中的
一种普遍性。在描述这种普遍性时，泰勒牵涉时空跨度更大的另一
种普遍性。后一种普遍性“接近”上文提及的，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８）在
一本心理学文集中提出的“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种具有道德心理
学意味的、指涉所有文化中的普遍性的存在论。这种存在论的意思
是，人类在其所处文化所塑造的道德空间中追寻道德根源，以实现人
格的完满。这些根源可能牵涉上帝、佛性、理性和自然法则，等等。
说后一种普遍性“接近”而并非就是这种存在论，是因为泰勒在这里
引入宗教的概念，而在目前尚未形成普适于所有文化的宗教概念。
泰勒以内在的（ｉｍｍａｎｅｎｔ）与超越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和自然的（ｎａｔｕｒａｌ）
与超自然的（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区分作为理解基督教的
维度，而且他认为自然的与超自然的之间的区分可能是西方特有的
发明。例如，这个维度不适合中国传统。对道教（他并未区分道家与
道教）而言，超越似乎包含对高于人类繁荣（ｈｕｍａｎ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之善的
敬畏，但是不能说超越在人类繁荣这一自然之外。西方现代性中的
世俗性是由西方现代文明的前身———拉丁基督教文明———转化而
来。在这种转化中出现一种观念，它认为完满内在于人类繁荣，而无
涉人类繁荣这种自然之外的道德根源。他称这种观念为排他性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人文主义。在西方现代世俗性中还有与这种人文主义不
同，甚至对立的观念。如包容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人文主义，它并不排斥宗
教信仰。但是，排他性人文主义曾经以与宗教对立的姿态强势出现，
以致对其他观念的理解也不得不在内在的与超越的和自然的与超自

然的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区分所构成的维度中理解。排他性人文主义
使西方现代人不再像在拉丁基督教文明中那样视基督教信仰为理所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拓宽了道德生活的选择。但是在历史演变中，
这个观念中的排他性和对立为各种选择之间的相互承认制造了障

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观念窄化了道德空间。对此，泰勒举当代皈依
者格里菲斯（Ｂｅｄｅ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的片刻经验加以说明。格里菲斯在自传
中说，在一个片刻他所听到的群鸟之鸣有如天使的合唱，他仿佛看到
天国的光芒。这个片刻穿透日常的存在感，而与永恒的时间感联系
在一起。泰勒希望拓展上述对立所塑造的道德空间，以使以格里菲
斯为代表的宗教信仰者的选择和非宗教信仰者的选择能够相互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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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１－２２）。在《世俗时代》中译版序中，泰勒指出，他
期待看到关于中国人世俗化的阐释，期待在中西世俗性的对照中增
进对这两种世俗性的理解（泰勒，２０１６：ｉ－ｉｉ）。
在具普遍性的、关于信仰和精神的条件的开篇之后，《世俗时代》

的主体部分是对西方特殊历史的阐释，这个阐释的核心词是社会想
象。社会想象的范围比常规的理念和社会理论更宽泛，可以延伸到
承载观念的传说和意像（ｉｍａｇｅｓ）之中。正是这些广为共享的、对相互
期待的理解，使共同实践和合法性成为可能。理念和理论是从这种
背景中抽象出来的，反过来，有些理念在塑造新的社会想象中具有特
殊作用，如康德的抽象范畴（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１５９－１７６）。在写《世俗
时代》这本书期间，泰勒将“社会想象”这一章稍加拓展，形成一本小
书———《现代社会想象》（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ａ）。这本小书指出，现代性的核
心是由社会想象所塑造的关于社会之道德秩序的新概念。这个概念
最初是少数思想家头脑中的理念，但是这种理念后来塑造了较大阶
层乃至全社会的社会想象（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ａ：２）。在现代性的形成中，独
立经济、公共领域和主权人民是三个重要的社会想象（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ａ：

６９－１４１）。《世俗时代》进而阐明，本真性是当代重要的社会想象。
它首先是１８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中的理念，之后在１９世纪成为知
识阶层和艺术家的社会想象，最后成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西方
流行文化（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４７３－５０４）。
在《自我的根源》和《本真性伦理》中，本真性指西方现代认同的

一个侧面。它首先指对个人的原创情感的表达，并以这种表达定义
人生的价值。工具个人主义预设同质性欲望，而本真性意味着因人
而异的情感，因此泰勒称后者为更充分的个人主义。进而，这个观念
与群体认同相互支持，寻求不同群体认同的平等承认（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

３６８－３９０，１９９２：２５－２９）。引申后一层意思，泰勒在《世俗时代》中
称本真性同时是一种社会想象。泰勒珍视这种个人自由，但是对它
在当代的趋势表示担忧。在形成之初，它是一种并不排斥宗教的人
文主义，因为赫尔德是路德宗教徒。说它是一种人文主义，是因为它
的含义之一是人类的尊严在于有做自己的能力（Ｆｅｒｒａｒａ，１９９８：８）。
它在１９世纪上半叶的代表克尔凯郭尔是基督徒，也是存在主义和人
文主义心理学的先驱。但是由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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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密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趋势，有时与启蒙理性和人类中心
主义二者之一相左的观点即被认为是反人文主义的。例如尼采或海
德格尔的本真性观念，前者同时反对基督教和启蒙理性，后者试图超
越人类中心主义。为突出本真性在历史演变中的得失，泰勒使用了
一组引申自涂尔干的类型学概念。
古涂尔干型（ｐａｌｅｏ－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ａｎ）在中世纪的法国最为突出，那里

神圣与地方社群中的教堂联系在一起。人们生来属于教会，教会与社
会一同延伸。新涂尔干型（ｎｅｏ－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ａｎ）在１９世纪的美国比较突
出，那里宗教部分地脱离了亲属和村庄生活的传统社会结构，表达出关
于民族国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人们可以选择教派，而且无形的
“教堂”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十分重要。无形的“教堂”指国家仪式，相关
信仰是贝拉所说的公民宗教。后涂尔干型（ｐｏｓ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ａｎ）指当代
本真性，这里精神生活不必然和社会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７ｂ：４７３－５０４）。
在近几百年的世俗化时代，不仅有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线索，而

且有基督教内部改革的线索。后一条线索先于前一条开始，而且与前
一条相纠缠，因此影响了更多人社会想象的转变（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７７３－
７７６）。新的社会想象带来来之不易的自由，同时带来了精神生活的冲
突和困境。这些冲突既在宗教和排他性人文主义之间，又在反宗教的
排他性人文主义和（新）尼采主义之间（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６１８－６７５）。为
扭转本真性的封闭趋势，泰勒主张将其与社会的神圣性重新勾连起来。
他援引哈维尔 （Ｖａｃｌａｖ　Ｈａｖｅｌ）在书信中提到的本真自 觉 （ｓｅｌｆ－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ｎｇ）经验，认为这种经验是对后浪漫主义本真性的补充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７２８，７６９）。

（二）宗教与公共领域
《现代社会想象》的结尾指出，主权人民的社会想象出现在美国和

法国两种政治文化之中。两国都有政教分离的政治文化，但是它们的
政治文化仍有不同。即使在西方，世俗化也有不同模式，更不要说在西
方之外的社会中。在今天看来，欧洲的激进世俗化也是一种地方化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ａ：１９３－１９４）。进而，泰勒主张在公共领域中宗教应与其
他世界观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个观点与哈贝马斯近期的观点形成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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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哈贝马斯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然科学模式的
自然主义高歌猛进的今天，政治对社会的整合能力明显削弱，而且遭到
信仰团体和宗教社群的激烈对抗。在欧洲国家，内外的团结已非宪法
基本条款所能预先决定，而是需要公开讨论的问题，在这种讨论中不能
忽视宗教。但是沿着将康德和达尔文联系起来的实用主义路线，哈贝
马斯主张世俗理由优先于宗教理由，后者只有被翻译为世俗语言才能
进入公共领域（张庆熊、林子淳，２０１１：１－７）。
围绕哈贝马斯和泰勒的公共领域观念，２００９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

专题讨论会上，两位先后报告了自己的论文。１０哈贝马斯（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２０１１）指出，具有宗教意涵的“政治”（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概念必须历史化，以
避免退回施密特的神学法西斯主义或者以神话—宗教的世界观来保证
国家的权力。因此，哈贝马斯坚持宗教理由从属于世俗理由。泰勒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１）则指出，在哈贝马斯区分的深处是启蒙式认识论的迷
思。这种认识论制造了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夸张对立，反过来引起一些
宗教观的复古式反弹。世俗主义有复杂的诉求，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
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这些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因此有时需
要加以平衡。博爱涉及宗教与非宗教世界观的相互承认，唯有如此才能
形成足以维护社会团结的强认同。这种对话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原则，
而应根据具体情境来修正其原则。民主社会并不一定需要公民宗教，而
是需要卢梭的公民礼仪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但这不排斥有时，例
如在美国，公民宗教（曾）吸收并证成（ｊｕｓｔｉｆｙ）公民礼仪哲学。哈贝马斯引
用罗尔斯的话说，议会中的程序规则必须赋予主持者这样的权力———在
官方文本中删去宗教立场及其证成（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以使国家保持中
立。泰勒认为这种中立只是一种官方立场。基于重新定义的世俗化，
泰勒认为国家的中立意味着平等地尊重牵涉各种善的立场。宗教只是
这些立场中的一个，而不应该被单独挑出来并加以排斥。

１０．相关文章出版为文集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１１．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ｓｓｒｃ．ｏｒｇ／ｔｉｆ／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哈贝马斯和泰勒完成报告之后，社会学者卡尔霍恩 （Ｃｒａｉｇ
Ｃａｌｈｏｕｎ）主持了他们的交谈。１１哈贝马斯坚持认为世俗理由优于宗教
理由，因为前者不需要成员资格。最重要的宗教经验指涉救赎路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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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路径封闭于特定的宗教社群，因此不同于任何一种伦理。他在这
里所说的伦理指对好的生活的一般性解释。泰勒反对哈贝马斯这般以
深度心理学来区分宗教和伦理。他指出，“我们”（他和哈贝马斯）跟随
马丁·路德·金关于美国宪法及其运用的话语，而无需想象他个人的
更深经验。他同情康德敬畏法律的观点，但是认为这一观点背后也有
深度经验。哈贝马斯承认马丁·路德·金话语的普遍意义，但是不同
意泰勒对宪法基本要素（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的证成———泰勒牵涉
更深的背景。宪法的基本要素指先前的背景共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
在非基督教的意义上使用“世俗”一词，就像《世俗时代》精彩地描绘的
那样。哈贝马斯总结到，“我们”（他和泰勒）都是自由主义者，因此应该
做到超越基督教的中立。
卡尔霍恩调和说，两位都不求助外话语（ｅｘｔｒａ－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的权力，

而且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危险并不指所有的宗教表达，而是指
封闭于特殊宗教经验的证成。两位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另一种阻碍证成
的因素上。从泰勒的角度出发，与宗教上的分歧并列的还有在文化、伦
理和哲学上的分歧。如在功利主义和康德之间，在康德学派和海德格
尔学派之间，在不同民族的非宗教世界观之间。因此，宗教不是特例，
哈贝马斯没能足够地抽象于任何深度承诺。
哈贝马斯再作解释。宗教和世俗理由之间的区分是他的第一步。

这是证成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居首要位置。他的第二步试图说明因为
宗教曾在历史上与政治融合，所以在关于宪法基本要素的证成上宗教
不同于其他要素。再进一步，当涉及制宪话语及其阐释的时候，必须发
展背景共识，这时无需这种区分。宗教信徒可能事先知道有些论证不
能为其他人所同意，因此这些论证必须退出议程。他的步骤说涉及两
个层次，一个指正义问题，另一个指存在、伦理和宗教。在后一层次上
无需进行这种区分。
泰勒并不反对这个步骤说，而是强调在谈及宗教时，不能仅考虑基

督教，还要想到佛教和印度教等，因此要慎言宗教通论。卡尔霍恩对他
们的求同存异感到欣慰，并进行了最后的总结：他们的讨论在西方经验
之内，而在西方历史轨迹之内的讨论需要不同视角，不同视角的讨论者
都是“我们”。
从上面的会话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和泰勒的视角在冲突中互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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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在当代自由主义中并驾齐驱。

六、历史中的选择

从２０００年前后到今天的十几年间，中国思想界之所以难以形成
积极的对话，与没能在当前的政治观念、中西文化的关系和现代文明
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有关。而泰勒的社会理论在建立这种联系上颇
具启发价值。他的社会理论有这样的特点，即从当代问题出发表明
自己的、拓展了的自由主义立场，并将这个立场置于西方现代化，特
别是世俗化的更长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进而，他期待在与关于
其他文化的相关阐释的对照中拓展和修正自己的立场。这种既开放
又坚定的立场的确立是历史中的选择。在本文最后一节中，笔者将
牵涉中国学者对泰勒的解读和泰勒对韦伯的修正和发展来说明泰勒

对中国的启发。
如汪晖（１９９８）和刘小枫（１９９８）指出的，泰勒自由主义讨论的深处

是现代性问题。汪晖（１９９８）指出，在西方现代化历史中自由主义和社
会主义有复杂的联系，因此不能仅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定义现代性。
那种定义是一元论的，而且是偏颇的。泰勒曾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

１９６０年在英国新左翼杂志中发表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在这些文
章中表达了与社会福利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都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他
认为社会福利主义仅仅拓宽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受益者范围，而没有改
变资本主义所预设的、狭义的个人逐利欲望假设以及与此相关的同质
性权力结构，因此它无法充分实现人类潜力。斯大林模式亦在一元论
的经济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形成一元论国家支配，而且它切断自己与
此前的历史形态的联系，因此无法充分发挥人类在文化中所培养的多
元潜力。泰勒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指涉对人类多元诸善的实现（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２：１７３－１８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泰勒将这种社会主义纳入
修正的自由主义。后者包括与涂尔干的社会神圣性相关的社会主义，
而且全社会的团结和对地方社群特殊性的保护之间形成相互嵌套的关

系。社会的神圣性牵涉在更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因此泰勒
在西方几百年的世俗化历史中阐释其拓展的自由主义，并将多元公共
领域作为在当代实现这种自由主义的核心领域。参考泰勒，如果汪晖
认为中国人的现代性不能缺少社会主义成分，甚至应该以社会主义为

·１５·

本真性和公共领域：查尔斯·泰勒的自由社会观



基础来吸纳自由主义，那么他需要阐释他所提倡的是何种社会主义，以
及这种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吸纳自由主义。如果如他所说，他反对基于
经济资本主义的一元公共性，并珍视在全球化背景中包括中国文化在
内的文化多元性，那么他需要牵涉中国历史来阐释他所提倡的多元公
共性，但是他没有展开这种讨论。
刘小枫（１９９８）批评某种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

忽视了现代性。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从严复和章太炎在西方现代社会
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相互援引的阐释，到吴文藻和费孝通的早期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国化，中国人的现代性都是核心问题。离开这个问
题，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就失去了源头活水。费孝通晚期所提倡
的文化自觉，是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延续。他指出，文化自觉不是文化
回归，不是复旧，其目的是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时
期继续创造中国现代文化，并促进文明之间的交融。他对“一国两制”
设想的赞赏，说明他并没有放弃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关心。与费孝
通相比，刘小枫所批评的本土化观点，以及近期一些大陆新儒家只强调
延续中国传统的观点，其视域都是狭窄的。费孝通对西方当代政治哲
学，特别是其中的自由主义讨论缺乏了解，因此他没能在新的历史处境
中发展他早期关于继承中国传统“双轨政治”的遗产来建立中国现代民
主的观点。泰勒的自由主义有助于今天的中国学者发展费孝通这个早
期观点。刘小枫（１９９８）只看到泰勒对文化差异性的珍视，而没看到泰
勒在全球化时期对人类普遍理想的关心。因此，他没能在纠正那种本
土化观点之偏颇之后，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讨论自由主义的拓
展。
在《世俗时代》的导论中泰勒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存在多元现代

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的可能性。他之所以将他的描述限制在西方
历史轨迹之内，是因为他对以不同于拉丁基督教为其前身文明的世俗
化和世俗性缺乏了解。只有在这些世俗性得以充分阐释之后，才能在
这些世俗性和西方世俗性的对照中，对全球世俗性加以概括。因为这
些世俗性的阐释尚待发展，所以现在还不具备对全球世俗性乃至现代
性进行概括的条件。但是泰勒在阐释西方历史轨迹之内的世俗性的时
候，带着对人类普遍性的关心（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１－２２）。在《世俗时代》
的中译版序中他指出，他急切期待看到对中国人世俗性的阐释。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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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世俗性阐释的对照中，可以同时增进对两种历史轨迹的理解。就此
而言，我们（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在同一艘船上（泰勒，２０１６：ｉ－ｉｉ）。泰
勒的这个观点呼应了他“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一文。这篇文章指
出，现代市民社会是与西方古代城邦不同的文明，这种文明正向非西方
延伸。对启蒙模式公共领域的修正不仅要考虑西方内部的差异，而且
要考虑公共领域在西方之外的发展。在西方内外，不同模式的公共领
域的行动者都是“我们”（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５：２５７－２８７）。
泰勒这种在历史轨迹中阐释当代政治立场，带着普遍性的关心将

这种立场视为历史中的选择的观点，是在受韦伯启发并修正韦伯的基
础上形成的。对此，可以在与哈贝马斯对韦伯的修正的对比中加以
理解。
韦伯追溯了一种特殊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起源，

进而提出了至今耐人寻味的“普遍历史问题”。“身为现代欧洲文化
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命题时，不可避免和无可非议地心存疑问：对
各种情境因素怎样的结合方式，催生出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
出现的、广泛的理念和文化力量，（至少我们乐于想象）它们在历史发
展中被赋予适用于所有文明的重要性和有效性？”（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２：１４９）
对这个问题的重新阐释是哈贝马斯和泰勒成为辩论中的“我们”的原
因之一。
哈贝马斯指出，韦伯的提问模棱两可，因为他可以有两种答案：

一种是产生于西方的合理性具有普遍有效性；另一种是它只对“我
们”具有有效性。韦伯的结论是第一个，但他有相对主义的保留。他
提出的诸多合理性，包括目的、手段和价值等，最终合并为两类：形式
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试图具有普遍有效性，但是实质
合理性试图表达西方的文化特性。无论是新教伦理所促成的资本主
义精神，还是“宗教拒世及其方向”中的社会诸领域区分，都是西方特
有的历史形态，从这种历史形态中得出普遍有效性结论是勉强的。
因此韦伯所描述的合理性是一种西方理性主义，它有待于转化为普
遍理性主义，而转化的重点是形式合理性（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９１：１５７－
１８５）。
韦伯所描述的合理性表现在科学、艺术和意识结构等诸多层次，但

他最看重的是社会层次。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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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伦理和法理的理性主义是核心环节（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９１：１６２）。
接续这个观点，哈贝马斯试图建立能就多元文化内容进行辩论的形式
伦理———商谈伦理（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并在历史分析中将宪法的
基本要素置于公共讨论的首要位置（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２０１１）。
泰勒则认为韦伯思想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诸善之间的冲突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５１１－５１２），但是韦伯最确定的普遍有效性是工具理
性，且他对“铁笼”的前景表示忧虑。他的矛盾和忧虑说明，实质合理
性（包括价值合理性）既不能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工具理性）所取代，
也不能以形式标准来衡量。面对当代问题，应该放弃一元论理性主
义，并引申诸善冲突思想来建立新型公共领域。工具理性的现代性
是非文化的，泰勒则通过对世俗化的重新定义来理解文化中的现代
性（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２）１２。文化的现代性中有制衡工具理性的因素，同时
有复杂的冲突。例如在西方当代社会中，有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
的（新）尼采主义、宗教与排他性人文主义、以及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
价值冲突（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７ｂ：６１８－６７５），而且这些价值冲突与经济增长
和社会保障有复杂的关系。多元嵌套型公共领域试图让各种善和价
值有平等的辩论机会，进而切实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

１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２）具体是指脚注２中的“现代性和公共领域的兴起”。

刘小枫（１９９８）倾向于哈贝马斯对韦伯的修正，但他与哈贝马斯
的观点仍有不同。他试图以舍勒来修正康德，为自由主义建立实质
的普遍性基础，进而展开具有东方文化特性的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
的现代性想象。但是他对舍勒的阐释十分简略，也未能联系舍勒在
东方或者中国文化背景中充分展开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想象。舍勒是
现代西方思想史中的一位本真性阐释者，他的阐释与基督教信仰相
关。海德格尔在对本真性的阐释强调舍勒所忽视的、个体差异的重
要性，但是他略去信仰问题。泰勒对本真性的阐释兼顾个体或群体
的差异以及宗教信仰者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因此他的思想有
助于展开刘小枫所未尽的想象。汪晖（１９９８）更认同泰勒对韦伯的修
正，而且认为能够包容有所差异的文化的多元公共性不可或缺。但
是他未能在历史中展开多元公共领域的想象，无论这种想象以社会
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为基础。因此，泰勒的社会理论亦有助于展开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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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所未尽的想象。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建立多元公共领域，需要牵涉中国古代思想，如

《中庸》将情感、伦理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但是，现代化已经改变
了“下学上达”的历史处境：任何一种轴心时期的哲学和宗教都无法排
他地成为多元公共领域的基础。如费孝通（２００９：２６６）指出的，在今天
的世界上，在不同文明之间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再有历史
文献和经典书籍中所说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他将今天的世界中
经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明称为今日之世界文明。这种世界文明是否已
经形成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即使有人认为这种文明已显露端倪，
对它的阐释也要在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诸多元公共领域的对照中

进行。无论在某一多元公共领域之内还是在诸多元公共领域之间的对
话，都需要突破一元论和线性思维的局限。近十几年来，在持一元论和
线性思维的中国学者中不乏从一个极端转入另一个极端之人。而持之
以恒地坚守自己立场的学者，其立场又常常是在多元诸善之间、历经心
灵冲突而做出的中庸式选择。
确立这种立场是多元公共领域所做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之一，这

个确立的时刻也是继续建立中国人现代认同的重要时刻。因为面对挫
折和承受冲突时，需要深层的文化资源来树立信念。虽然对平等的追
求使选择者以普通人自居，但是她或他为平等尊严的努力，与梁启超对
中华民族和陈寅恪对“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阐释一样，具有“深切感
人”的特性。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应该继承清代考据学的实证精
神，但在变革时期“心”的思想更是不可或缺，如鼓舞梁启超的心学和支
撑陈寅恪的中西杂糅的自由精神。陈寅恪自谦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
之世，治不中不西之学。而道咸以下汉宋间采之说渐盛，且多尊宋贬汉
（钱穆，２０１５：１）。在受西方冲击之后，清代儒学并非只重考据，而更重
“心”和义理。陈寅恪对钱谦益、柳如是和陈端生的同情，更将明清之际
士大夫的尊严观与西方现代的自由、平等观杂糅在一起。在这种精神
驱动下的社会想象和立场的确立与文献的整理同样重要，甚至更胜
一筹。
只有形成这种足以面对挫折甚至牺牲的认同，才能成为真正的立

法者，进而实现在多元目的之间的平衡和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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